
此为工作稿 

 

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兼及中国乡村振兴问题 

黄宗智 

摘要：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简要论析来说明其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工业资本主义、

到福利化的资本主义、再到股市化与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借此来说明如今

西方股市霸权的实质。这一切不能仅凭人们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

同一事物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思考。我们需要拆开其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将平等互利的市

场经济对发展的动力从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单独拧出来认识。然后对比中国的不同的市场

经济历史，说明中国在近三个世纪中城乡不平等和国际关系不平等下的单向市场的历史背

景，从此基点出发来认识中国新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中国与后发展国家间的更符合

亚当·斯密原来设想的平等互利贸易关系的远瞻愿想和综合视野。最后，提出借助同一思

路来设想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福利国家、股市霸权下的新自由

资本主义、城乡单向贸易、乡村振兴的道路 

 

人们相当普遍地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来认识和思考，三

者甚至已经成为被普遍通用的词。但从中西方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实际来看，我们十

分需要拆开这三者来认识和理解其间的不同关系和演变。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它的生产和交易主体不一定是简单的个人或私有资本

主义企业单位，也可以是国家或某种半国家半企业的组织。在所有权层面上，过去左右之

间的论争和分歧一直认为由于所有权决定分配，私有和公有只可能是对立的，非此即彼。

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起源说明，重商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同样如此。再其后的福利化的历史实际还证明，

国家更可以起到关键的再分配作用，可以抑制完全为私人资本营利的制度的极端倾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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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拯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必一定会像纯粹的私有资本主义那样无限逐利。而在

其后兴起的由高度证券化和全球化的新信息产业支撑和由新型股票市场支配的资本主义，

则又同样是一个国家推动的霸权物，虽然其“游戏规则”和之前历史中的资本主义体系又有

一定的不同。 

同时，中国的历史经验更证明，其帝国晚期、近代和现代的市场经体系并非平等互利

的交易，而是不平等的输出和榨取，城镇对农村榨取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市场

经济便是如此。而当前的中国经验更证明，平等互利的交易/交换可以不仅是由私有资本

（公司）推动的，也可以是由国家（包括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推动的。 

坚决地将目前中国混合私有与公有的体系称作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或“资本

主义”体系之一，只可能自我矛盾，因为中国的实际明显结合两者；同样，坚决地将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锁定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不同，只可能将中国目前公有+私有的实

际所有制体系——在国内非农生产总值中，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占比约 6∶4——推向不

符实际的单元化建构。我们需要的是更为符合实际的概括和探索。 

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唯有以个别私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推动资源的最优配

置。但这个原则似是而非，超个人范围的国家间的平等交易也能够达到高效的资源配置，

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在全球化的贸易中尤其如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一个既可以采纳

平等互利的交换为动力，又不是纯粹由私人资本逐利机制推动和控制的体系，更不是在股

市霸权下的无限逐利或投机赌博体系。 

 

一、资本主义的四大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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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是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重商

主义的资本主义（mercantilist capitalism）时期。其主体是来自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

战争的重商主义：国家通过给予半官方的大公司垄断权力而积极支持其向海外发展，为的

是争得更多金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攫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为的是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

和战争。 

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兴起。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

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重点。它的主体是新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烟草业、

橡胶业以及后来的汽车业等，从海外攫取原材料和输出制造业产品（大多仅为当地比较富

裕的阶层购买）来营利。同时，那样的资本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而来的，

两者密不可分。 

在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福利化时期：在美国罗斯福

总统领导的“新政”下，美国采纳了保护劳工的法律，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了富人的

税率而重构了原来的纯逐利性资本主义，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新兴的结合劳工福

利与资本主义的体系。此期内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均衡，美国社会最富裕的 1%人群所占的

总财富从之前（1910 年）的 45%降到 1970 年的不到 30%，在欧洲其同比则从 63%降到不

到 20%。（Piketty，2014：349，图 10.6） 

在 1970 年代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之后，伴随后工业资本主义（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而兴起的新金融化资本霸权的体系，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伴随信息

产业的兴起，金融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完全转化了旧式资本主义，使其从以资本家

为主体的体系，转化为以证券化和半衍生化、虚拟化的股票市场为主体的体系。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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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地比之前更完全地确立了基于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全球化贸易法规。由两者

的悖论结合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期间，美国社会最富裕

的 1%人群的财富从 1970 年的不到 30%扩增到 2010 年的 34%，在欧洲同比则从不到 20%扩

增到 24%。（同上）。 

（一）从重商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起码可以追溯到重商时期。

从 16 到 18 世纪，由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竞争与战争，国家给予选定的商业公司垄断

经营的权力，借以与之结合来积累财富，用于国家军力的建设。大英帝国 1600 年给予东

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便是典型，使其成为一个半国家（一度拥有 26 万人的军队）半企业

型的实体，并在 1757 年占领了印度次大陆。那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起始阶

段，当然也是后来的帝国主义的先声。1858 年，大英帝国政府直接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

管辖地。 

相对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极其关键的两个洞见。首先，用形式化的

表达来说明的话，即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能够以乙地的一半的成本来

生产A产品，而乙地同样可以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B产品，那么自由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

的。多边的贸易更加如此。借此洞见，斯密对之前的“重商主义”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呼吁

要建立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包括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

（Smith，1976[1776]）而重商主义理论则认为，贸易逆差的国家会受损，而顺差的国家

受益（由于获得更多财富，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必须凭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

义来促使贸易逆差最小化、顺差最大化——亦即在美国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反全球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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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那无疑是失之片面的。 

斯密进而构建了其第二洞见：那样的自由贸易会促进经济整体中的分工，进而导致生

产效率的巨大提高。他开宗明义地举例说明：由单一个人来生产，可能一天都完成不了一

枚（大头）针。但如果由 10 个人来对 18 个生产环节进行分工生产，一天能够制造足足

48000 枚针。这是后来全面兴起的现代制造业的原始实例和表达。（Smith，1976：8—9） 

由此，斯密更构建了一整套将资本主义理想化和单元化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他针对

重商主义而争论，认为真正的“国家的财富”必定来自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

有制造业企业。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不可让国家进行

干预。（Smith，1976）这套思路由后来的经济学形式化为：唯有自由市场中价格主导下

的私有企业竞争才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斯密当时的目的是凭借这样的理想化建构来

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手中争得更多的权利，摆脱其对贸易和经济的霸权，将自

由市场经济取代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这套理想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成为之后占据霸权地位的

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斯密没有认真考虑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将会在 19 世纪伴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全面推广而蓬勃“发展”，两者实际上成为不可分割的孪生体系。在那样的历史实际下，斯

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再成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借口。对此，中国便在其近代历史

中有切身的体会。鸦片战争的起源来自英国商团（从印度）走私偷运鸦片进入中国，被林

则徐收缴焚烧，而英国则用捍卫自由平等贸易的说辞来“惩罚”、侵略中国。其自由贸易的

借口是如此地崇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主导着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好的关于中国的学

术研究——例见“哈佛（费正清）学派”的张馨保（Chang，1964）的研究，将鸦片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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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追溯到“文明的冲突”而不是鸦片的偷运和禁止；亦见同一思路的徐中约（Hsü，1960）

的专著，将总理衙门的建立论析为“中国之进入国际大家庭”，以之为全书的标题。这方面，

在西方 19 世纪中期的论析中，马克思至为清晰地认识到“自由贸易”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丑

恶面。（Marx，1858）写作于其前的 18 世纪后期的斯密则基本没有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

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紧密结合。当然，也没有考虑到在制造业中的雇主和工人间几乎

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后者毋庸说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洞见核心。 

也就是说，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被自由主义建构为一个国家“干预”最小化，完全自由的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个凭借国家的权力、对外的侵略和占据来获得超等利益，并以此来发

展自我的体系。这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所说明的历史

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认识的话，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统一体。它的实际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将一切贸易设定为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的自我

建构。 

（二）从福利化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 

在 1929 到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后，为了重新振兴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相当普遍采纳

了将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的制度。美国在罗斯福总统领导的“新政”下，采纳了新的劳动法

律，给予工人组织工会、保证其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法律权利。同时，国家设定了新的

福利制度，给予职工们退休福利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亦即所谓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兴起。那些福利国家的作为是古典资本主义在危急情况下对工人做出的妥协、

让步，其也导致私营企业设立了职工福利的体系。当然，还导致了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分

配。它给予了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力，并给予了英语“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新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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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含义，与其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福利化的大历史潮流进而促使在 1980 年代

之后的新保守主义极盛时期中，美国广泛将“自由主义的”[liberal（“the L word”）]一词当

作批评“左派的”民主党的福利化主张的贬义词来使用。（因此才会有卷土重来的“新”“自由

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的兴起。） 

除了坚决拼合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人们还相当普遍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设定为私有产权，认为有了私有产权才会有营利的激励，才会

推动无限的创业和贸易/市场交易。“自由（私有）企业经济”（free enterprise economy）

甚至成为常与资本主义通用的词。那是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而反对资本主

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则几乎认为，要破除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弊端，必须推翻私有产权，

以公有产权来替代。那种思路的至为完整和透彻的表达无疑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其要求

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替代资本主义。在那样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下，资

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私有产权被对立双方都共同设定为同一事物的必备条件。并

且，多将其彼此等同，甚至简单认定，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三者紧密不可分，

甚至乃是同一事物，这再次加强了三者成为通用词的大趋势。 

其后，福利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在 1970 年代进入了“滞涨”（stagflation）的经济危

机，再次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并一反过去的福利化大趋势，迈向了所谓的

“新自由主义”。其先声来自芝加哥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 1970 年的宣言中，重申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无为国家的

意识形态。在该篇文章中，他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得淋漓尽致：针对福利国

家的社会责任理论，他宣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满足其股东们”，“一个企业的最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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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其股东们的愿望”。在他看来，其中的逻辑至为简单明了：股东们乃是一个企业的

真正所有者，经理们仅是受其委托办事的人。而且，后者最明白的是做生意，而不是如何

造福社会，让他们试图那么做，只会导致散漫、混乱的，目标不清不楚的花费，何况花的

不是其自身的、而是股东们的钱。那只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实际上，企业利润

最大化便是一个企业所能做的最大的社会贡献，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至为根本的运作机制。

那些没有认识到这套逻辑的经营者则不过是“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那些削

弱自由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摆布的傀儡”。这是针对之前的福利经济思想的凯恩斯等人的

批评（更不用说进步人士和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人士了），所表达的是至为纯粹的古典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Friedman，1970）这套理论后来被英国的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首相（1979—1990）和美国的里根总统（1981—1989）采纳为主

导意识形态，组成了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说“新”，是因为其不再是“旧”福利

化的自由主义的意思）和“新保守主义”。 

（三）当前的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 

那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上新信息产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的大潮流，导致一个

与之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在之前几十年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公司下，一个企

业需要照顾工人、社区、福利、环境等其它的经济“参与体”（即与其有权益关系者）

（stakeholders）。那样的考量如今已经几乎被弗里德曼“股东第一”的规则所压倒。福利已

经不再是企业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资本”本身的含义，则不再是原来的企业家们的资金

和其投资建立的实体性厂房、机器和其他设备、原料等，而是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席卷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的实际+虚拟的股票市场上的股价。正是后者，如今已经成为董事会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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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评估的至为关键的标准，因此，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重点。如此的一个体系，我们可

以称作一个股市霸权的体系，其主体不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一个经过证券化和虚拟化

股票的交易所和市场。 

它趋向了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如今，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

不单是个别的资本家企业所有者的公司或个人，而是一个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经过股

票化和虚拟化的股市，由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股市来左右产业公司的行为和决策。

弗里德曼的“股东第一”（shareholder primacy），原来甚至被其理想化为“股东民主”

（shareholder democracy）的制度，如今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单一企业公司的实体经济利

润，而是其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与霸权股市上的股价和股值。 

在那样的体系之下，资本不再是通过产业经营的收入超过工资支出而来的“剩余价值”

的积累，并凭之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向银行贷款或出售债券而来的资

金，更不是关注职工福利的资金，而主要是面对全球化股票交易所而“上市”出售股票融资

而来的资本。一家公司已经不再是某些个别资本家所有的公司，而是在巨型股票市场卖出

股票给千千万万投资方——不再仅仅是资本家们，而是包括诸如中产阶层职工们的退休基

金等而来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 

而公司对其的责任主要是股票市值的增高。但这些所谓的“股东”，即弗里德曼原来论

析的企业所有者，实际上并不像真的所有者那样参与公司的管理，他们的发言权十分有限，

主要关心的不是个别企业的实际经营，而是其股票在巨大金融市场中的股值。股票增值的

话，其股东也许会购买更多；下跌的话，说不定会卖掉那些股票。其行为已经脱离公司的

实际经营甚远。如果说这是一个民主的股东制度，那么投票主要仅体现于股票买卖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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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在那样的制度下，难怪公司管理人员会那么关心其公司的股票市价，从而导致被称作

所谓的“股东至上”（shareholder supremacy）的普遍管理规则，实际上则是股值至上，即

企业的行为越来越由其股价的升降来决定。如今，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已经不仅来自少部

分企业家或公司管理人员，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股票市场整体的运作逻辑。一个（上市）

公司在股市上的股值，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真正的“老板”。一个公司的股价和总

股值则主要取决于其营业的利润率：一般来说，公司的利润率越高，其股价对收益的比率

（price earnings ratio）也越高。这是因为，股票评估专业人士一般都会根据一个公司近

年的利润率来预测其前景，由此直接影响购买股票者的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股价。 

苹果公司作为近年来全球股值第一大的上市公司，便是很好的例子。它通过中国台湾

的富士康公司来雇佣超过百万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为其在中国，特别是在郑州和深圳，进

行手机零件的生产和装配。如今，仅郑州富士康厂的 35 万员工便生产苹果公司的 iPhone

总数的一半。如此，苹果公司可以凭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较低利润率——一般约

7%——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地方政府则为了属地的发展为其提供各种各样

的激励，包括免税或减税、基础设施、贷款、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就地过关等特权。苹果公

司自身主要集中于全生产—销售过程中利润率最高——不止 30%——的设计和销售两端。

凭此，苹果公司即便在全球手机销售的总数量上仅占 12%，但却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

高达 90%的利润，获得了令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和股值（Barboza，2018），

成为投资股票市场的人们心目中普遍最想拥有的股票。1它展示的是当今全球化经济规则

                                                             
1
当然，此中原因也包括其在爱尔兰设立公司总部来避免、减轻美国国家的税额等利润率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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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为典型的赢家实例，说明的是如今股市运作的最基本逻辑和游戏规则。 

正因为如此，它被绝大多数的股票分析专家们评为最好的股票之一，能够让购买者获

得较高额的回报，由此成为众多基金和千千万万私人投资者最想拥有的股票之一，转而促

使其股价持续上升。如今，这样的逻辑已不简单是任何个人或少部分人或公司恶意为之的

后果，而是一个被人们视作超巨型股票市场无可辩驳的制度化基本运作规则和逻辑。在那

样的制度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乃是理所必然的事（黄宗智，

2017）。而苹果公司的成功实例，则对其他所有大公司都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并由此

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 

如此的股市运作规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理想化为至为典范性的纯竞争性的自由

市场经济，争论其乃最符合斯密原先所设想的众多理性经济人，一个个在没有任何政府约

束下自由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典范。因此，只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国家财富的

最大化。 

虽然如此，面对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引起的诸多实际问题，2019年8月19日，由192位

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发表了由其中181位

总裁署名的声明，一反其1997年以来明文定下的总原则，即公司应该“以其（股票）拥有

者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简称“股东第一”），宣称公司还应该考虑到客户、员工、供货商、

所在社区等的利益。（Washington Post， 2019，Aug.19；Business Roundtable，2019）其

中署名者包括苹果公司的总裁。 

                                                             

手段。其高超的销售和服务当然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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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样的改革谈何容易。一个公司要将其部分利润更多地用于职工待遇，或职工福利，

或所在社区的发展，或环境保护，除非能够由此提高生产效率，否则立刻便会影响到其利

润和利润率，也因此影响到其股票在金融市场上的评估，并反映到投资者购买股票与否的

决定。那样的行为不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所能轻易做得到的。显然，真正的改革需要重构

如今已经根深蒂固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以说几乎难比登天。只要目前这样结构的股票市场

霸权依然存在，只要资本的营利性和追求最高利润的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仍然被认为是无

可辩驳的绝对规则，乃至真理，便不大可能会导致改革。这也是本文所称“股市霸权下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含义。 

这个股票市场的运作逻辑和古典的资本主义十分不同。如今的股票市场的股东们，主

要属于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谋求长期增值的投资基金（也包括个人），一种是谋取暴利

的投机赌徒或基金。前者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伴随实体经济整体而增值，一般会购入反映全

股票市场组成的股票，借助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追求的是较低比例的增值。其

投资对象主要是全经济、全市场。为适应那样的需求，已经出现了众多反映全股市的指数

基金金融产品（如标普500[S&P 500]指数，直接反映500强公司股值的动态；或罗素

[Russel]2000/3000指数，基本反映全股市的动向）。其预期的增值一般是平均5%—8%的年

增值。（同时，还会投资一定比例的债券[bonds]，一般是7比3的股票对债券比例，对冲成

为一种保险行为——因为股市下跌的话，简单的债券相对比较能够保值。但股票占据的乃

是全金融市场的大头。） 

赌博类型的基金和投资者则可以用小额资金以现时股价来购买未来（譬如，三个月后）

某股票的选择购买权 合同（ stock option）。保守的话，那可以 是一种保险、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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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ging）行为，以防到时要购买的股票价格激烈上升。但它更可以是投机行为。赌博

者如果估计股价正在上升，可以凭小额的资金以今天的价格来购买（未来）相当大量的、

增值了的股票的选择权，即“看涨期权”（call option）。投资者可以凭借高达40倍的“杠杆

作用”——如以0.5美元一股的价格来购买一个价值20美元股票的选择购买权合同，即仅用

50美元来购买100股20美元/股、价值2000美元市价的股票的看涨期权——来谋取暴利。

股价到期如果上升1美元1股的话，便可以凭借50美元的“投资”收回100美元（当然，可以

购买数千或更多股的看涨期权），在短期中将其所投资金增加一倍（当然，如果该股票的

价格下跌，其所购买的先时价格购买权便不值一文）。投资者也可以采用相反的策略——

预期股票价格下跌。那同样既可以是一种对冲保险行为，防范股票的严重下跌，但同样可

以成为赌博行为——称作“卖出期权”（put option），该股票的市价真的下跌的话，便可以

同样凭借杠杆作用来获得同等的收益。（Royal，2019） 

这种“衍生的”“虚拟的”金融产品（即股票期货合约[stock futures]）花样众多，而且自

身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金融工具，它们与具有某公司的一份所有权的“真”股票不同，

仅是一种隔了一个层次，经过重构/虚拟的金融工具。（笔者一位亲人半个世纪以来便是一

位对冲专家。）如今，如此的合同所控制的股票选择性购买权的总额已经达到（640万亿

美元）不可思议之数（实际资金投入则约12万亿美元，即仅占大约2%），亦即实体经济的

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20万亿美元的32倍（3200%）。（Maverick，2020）它说明的是，如今

的股市已经很大程度上类似一个巨大赌场。正是其高度杠杆化的赌博行为促使股票市场的

总值波动幅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波动。 

2007—2009年的金融海啸主要源自金融市场中杠杆化的衍生资本的暴跌。之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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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经历了长期的增值，使人们觉得几乎会无限期延续，而且基于房产的按揭贷款，

似乎是“绝对安全”的一种投资行为。之前的商业银行一直主要是凭借使用客户的存款来进

行房产贷款，安于较低的回报率。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伴随一切“金融化”、

股市化的大潮流，首先是越来越多地投入“次级”按揭（sub-prime mortgage），即没有达

到标准要求（譬如，笔者在1967年买房的按揭便规定，贷款人的月收入须达到4倍于按揭

月付）的房产购买者的贷款，为的是收取略高的利息。在房屋价值持续上升的环境中，有

不少次级按揭的房主实际上不是在使用稳定的收入来支付其按揭月付，而是仅仅凭借其房

屋的可预期增值来贷款支撑其月付（这是笔者另一位亲人在1990年代的经历）。在美国国

家政策要求尽可能家家有房产的大政治目标下，不仅是一般私营银行，也是美国联邦政府

下属的两大按揭基金组织（Freddie Mac、Fanny Mae）大规模参与了如此的行为。更有进

者，在全经济体高度“金融化”（主要指股票化和虚拟化）的大潮流下，商业银行还发明了

将众多那样的按揭捆绑起来，同时纳入达标和不达标的按揭，借此来组成貌似十分可靠、

低风险的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新型衍生、虚拟证券/股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BS），将其投入股市销售。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推动下，即便美国联邦政

府下属的上述两大按揭基金，一度甚至购买了市场上所有新MBS的足足40%。（Calabria，

2011：11）在房价持续上升的大环境下，这股潮流汹涌澎湃，渗透全金融市场。伴之而

来的是旧式的存款放贷银行的根本性转型，一个个都成为虚拟金融工具的“杜撰者”，而金

融界的人员则成为所有专业中薪酬最高者。这一切的结果是，股市的市值越来越超过实体

经济。 

但到2006年，出于供求关系的演变，长期上涨的房产市价开始下降，促使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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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级按揭拥有者不再能够维持其月付，失去其按揭能力，逐步造成被捆绑起来的衍生

MBS金融工具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促使全金融市场严重下跌，不少金融机构破产，

最终导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 

虽然如此，伴随不少国家的政府大规模的救急投入而使得经济逐渐恢复。过了几年之

后，股市和虚拟化（虽然经过一定程度的改制，提高房贷的条件要求）的股票市场，逐步

再次进入长期的“牛市”，直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其所带来的冲击。但是，股市总体无疑

将会依旧伴随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而变，由于其已经深深地陷入杠杆化衍生资

本的赌博行为中，迟早必定会再次导致金融危机。 

回顾近几十年股票市场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显然已经和弗里德曼1970年写的那篇文

章十分不同。他所特别强调的所有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意识，一定程

度上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的证券投资者将股票市场视作一种去人性、去公司管理层的实

际运作的纯股票交易或游戏，仅依照高度数据化的专家评估信息和股票本身的市值历时变

化图表来做出选择，遵循的主要是对全市场运作的一种公式化投资，最典型的乃是众多规

模巨大的指数基金，以反映全股市动向为主的基金证券，而不是依据个别公司的评估来选

择其投资目标。这是主流，已和1970年代的股票投资模式十分不同，反映的是新的游戏

规则、新的对电子化数据的高度依赖、新的简便和大众化的电子交易方式（即便是一般的

职工个人，也可以直接在网上凭借低廉的收费而买入和卖出股票）。其中，占据霸权地位

的不再是大资本家，而是股票市场整体，包括其虚拟的赌博部分。 

之前弗里德曼所谓的“股东至上”和“股东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虚拟化的“股市至

上”和“股市霸权”，不再简单是个别的人性化股东。如今，真正占据霸权的已经不再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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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而是抽象化和虚拟化的金融工具。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实际上是“股票至上”和“股

市至上”的体系。 

至于投资者，它已经从少量的富人转化为通过诸多退休基金而普及到众多领薪的中产

阶级人员。我们如果用“赌场”的比喻来认识当前的这个金融市场，那么大多数的投资者的

对象已经不再是场内某一种或几种游戏中的赌博，而是超巨型大赌场本身的市值的持续扩

增。唯有投资者中的赌博者才会聚焦于其中某种游戏，并采用杠杆作用来进行赌博，而占

据全球经济霸权的实际上已经成为超巨型的股票市场和“赌馆”。 

正是以上的悖论结合实际——即高度古典个人自由主义化理念和超巨型股票市场霸权

实际的悖论二元合一，也包括资本主义与国家参与的复杂关系和历史——才是资本主义历

史的去意识形态化、去理想化、去抽象化的实际。 

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作为贸易主体的角色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私营公司

无法与发达国家掌控巨大股票资金的跨国公司竞争，只可能以国家为主体或借助国家的力

量来参与全球化市场的竞争和压力来试图争得一席之地。国营公司或国家机构+公有或私

有的资本是主要的可行方案。中国便是最大的实例。 

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源自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一直特别强调“无

为的”“放任”（laissezfaire）国家，原先为的是要从国家和贵族那里争得更多的自主权，更

多的营利权利。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后重商主义时期，实际上是伴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而兴起的，依赖正在扩充的国家权力为其争得自然资源、开辟市场（主要是当地的富裕

阶层，多与一般人民无关）、护卫特权，却偏偏被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凭借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体系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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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设定为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一个体系，提出充满误导性的无为（laissez faire）国家

乃是其必备条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那样的建构一方面成为一种自我辩护，掩盖国家、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势扩张的历史实际；另一方面，也起到限制国家相对资本

主义经济的约束权力，争得在国内外更宽阔的活动空间。而且，在有意无意之中，还成为

一个能够压制发展中国家国力建设空间的意识形态，捍卫其自身既是强势的也是被限定的

国家权力的优势。其中实际，必须通过貌似相互矛盾、不可能并存的实际的悖论结合来认

识和理解。（黄宗智，2019） 

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从“士、农、工、商”这个中国自战国时期以来的社会等级的表述和划分便可以看到，

商人和商品经济在中国早已存在，虽然长期被视作逐利的社会末端的等级和现象，区别于

具有较崇高道德理念的儒家“士”阶层。而农业则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

之下，其商品化在明清时期主要体现为棉花、棉纱、棉布经济的大规模兴起，伴之而来的

是越来越劳动密集化的小农户生产，以及边际劳动日报酬的递减（纺纱占据花—纱—布生

产中的约 4/7 的劳动量，而其每劳动日的报酬才是水稻的 1/3），亦即笔者长期以来突出的

“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压力之下，在十八

世纪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中，越来越显著地呈现为近现代的“城乡差别”，最终成为现代中国

革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那样的客观大环境中，除了上述资本主义两面性的悖论实际和其与简单的市场经济

理论的不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即便是斯密指出的、比较普适的平等互利贸易基本原则，

也有一定的局限。在斯密《国富论》发表的 1776 年，英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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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农业革命”，其间，农村人民的收入提高了大约一倍。同时，制造业初步兴起，

尤其是棉纺织工业。两者的结合，使斯密看到，不仅是国际间的、承继重商主义时期的贸

易兴起，而且还是城乡之间贸易的兴起。农业革命期间农村收入的提高，促使农村不仅为

城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原料，而且还从城市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斯密

所洞察的（自由）市场经济对经济整体所起的正面动力，使其设想了城乡互动的、螺旋式

上升的全国民经济贸易和财富的发展。 

（一）18 世纪英国市场 vs.18-20 世纪中叶中国畸形单向市场 

将 18 世纪的英国和 18、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认

识到，斯密所看到的和理想化的城乡双向贸易并没有在中国实现。迟至 1930 年代，中国

基本的城乡关系仍然主要来自“城乡差别”的而不是“平等互利”的交换。笔者长期以来已经

详细论证，中国当时的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农村主要为城镇提供食品，尤其是高档细

粮（白米、面粉）和肉禽鱼，农村本身则消费“粗粮”（玉米、红薯等）远多于“细粮”，而

且极少消费肉禽鱼。同时，其生产的优质棉花、棉纱、棉布（以及几乎全部蚕丝）则“出

口”城镇，农民自身的穿着限于低质的棉布，没有丝绸。（黄宗智，2014，第一卷[1986]、

第二卷[1992]） 

当然，农村与农村间也有一定数量的贸易，主要由有余粮的农民和有余布的农民的交

换组成，其达到全国的商品总量的足足 66.9%。正如一整代的优秀中国经济史学家们所证

实，那样的“贸易”乃是村庄参与市场经济的大宗。（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而那样

的农民粮棉交换主要是一种生存性而非营利性的贸易。（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

尤见 77—79）在普遍的城乡差别之中，最突出和明显的是食物和衣着的差别。优质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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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肉禽鱼主要由城镇消费，农村较少；优质棉布，更不用说丝绸，同样主要由城镇消费，

农村极少。 

这一切可见于 1930 年代的满铁调查人员所仔细记录的华北和江南两地三个村庄的商

品行为。满铁的追踪调查，仔细记录了每一个农户在城镇所销售和购买的每项商品。其材

料证明，其中最大的一项乃是粮食和棉花、棉纱。其卖出和买进的粮食，平均起来，达到

其总产出中的不止一半的价值。其卖出或买进的棉花和棉纱则平均达到其自身消费总量的

大约一半。农户一般极少购买现成衣着，一般都是自种棉花，自纺棉纱，自制衣着，或用

粮食与花—纱—布小农交换后自制衣着。在华北，基本没有农户购买现成衣着；在收入较

高的江南，其所购买的现成服装仅占到其总消费量的 6%。农民从城镇购买的产品主要是

小宗的传统加工产品，如糖、盐、食油、酱油、火油等，在其总购买产品价值中仅占

10%—20%。长江三角洲的农户平均收入相对高于华北，农村人民还会从城镇购买很少量

的烟草、酒、草帽（以及新型的火柴），但也仅此而已。（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

81—85，尤见表 6.2、6.3、6.4、6.6） 

与此不同，研究英格兰的经济史学家们，通过大量的 18 世纪农村遗嘱资料证明，当

时 的 农 户 相 当 广 泛 地 从 城 镇 购 置 了 镜 子 、 油 画 、 书 籍 、 钟 表 、 台 布 及 银 器 等 。

（Weatherhill，1993：尤见 219—220，表 10.2 及 10.4）那样的物品说明的是更多、更广

泛的双向城乡贸易：农村为城镇提供食品，城镇则为农村提供上述制造品（黄宗智，

2002：165）。正是那样的交换，组成了斯密所论析的城乡平等互利交易的根据，进而导

致社会分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在中国的“畸形”单向市场中则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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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同时期的“市场化”城乡贸易与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 18 世纪英国十分

不同：它没有像英国那样由农村从城市买入众多的城镇产品，因此而形成一个双向的市场，

由双方不同的比较优势推动的比较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亦即斯密概括为螺旋式经济发展

动力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主要由农村输出优质粮食、棉花、棉

纱（和蚕丝）给城镇。其所说明的是，乡村在人口压力下的贫穷和劣势地位，亦即现代中

国革命所要求克服的“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的主要内容。相对英国及其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建构来说，它固然是个“畸形市场”，但我们

如果从人多地少的中国的视角来看，畸形的乃是资本主义经济早发展的 18 世纪的英国。 

毋庸说，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差别，虽然在革命之后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期间，已经

有一定程度的减缩，但仍然非常鲜明，而其基本商品结构，仍然可见于对当时人民生活至

为关键的粮票和布票。而城乡间的差别，则仍然可见于今天的城市和农村相互区别的户籍

制度，也可见于巨大规模的、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廉价“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群体。如

果对比大城市中（可能占到城市 10%以上人口的）有房有车和稳定职业的，以及已经与国

际城市中产阶级高度相似的“中产阶级”，其间的差别非常鲜明。 

（二）城市与农村的平等互利的市场 

笔者在这里要再次（另见黄宗智，2020b）提倡中国应借助最近十年来形成的综合中

西的超越性视野、具有远大目光的“一带一路”倡议，并用同样的思路来推进今后的乡村振

兴。中国的城乡贸易可以同样以基础设施为主，借此来推进城市与农村间的平等互利贸易

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农村比拟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东南亚、中亚、非洲等的

发展中国家，亦即将农村比拟为需要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以此建设城



此为工作稿 

 

乡和不同地区间的平等互利贸易。其目的是推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也是为了推

进城镇产品在农村的销路；建设更大的、更蓬勃的市场，既是为了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

也是为城镇产业创建更庞大、更可持续的国内需求和市场。 

笔者已经详细论证，从 1980 年以来中国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个“隐性的农业革命”，主

要是从低值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越来越多地转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菜果、肉禽

鱼、蛋奶，如今已经占到总耕地面积的约 1/3，农业生产总值的 2/3。其生产主体一直都

是小农户，即经营一到五亩的拱棚蔬菜，一二亩的果园，十来亩的种养结合农场等。之前，

中国农业通过使用良种和化肥而提高了产量（一如 1960 年代以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

命”那样），但中国近四十年来（改革期间）的农业革命动力则十分不同，是由农业和人们

的消费习惯的改变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从 8∶1∶1 的粮食、肉食、菜果，转向类似城

市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中产阶级的 4∶3∶3 的消费比例，由此大规模提高了对高附加值

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这个“隐性的”“新农业”革命（由于其性质、动力、规模都迥异于之前

的农业变化，还没有被许多观察者所认识到），已经导致了农村人民农业收入一定程度的

提高。（黄宗智，2010、2016） 

但是，我们如果将中国的新农业与美国类似的高附加值农业进行对比，便可以看到其

宽广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今美国的高附加值农业（主要是菜果—坚果—浆果和花卉）

在耕地面积占用的比例仅是总耕地面积的 3.6%，但其产值则达到全美国农业总产值的 36.8%

（1980 年才 26.2%），即不止 10 倍（1022%）于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所占比例（黄宗智，

2020a：331；Macdonald et al.,2013：表 1）。而中国 2010 年的菜果所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是 18.9%，其所占产值比例为 26.7%，仅比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比例高出不到半倍，仅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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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2016：表 4，15），明显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美国的高附加值农业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有机农业，共 1.4 万户，占全国 9 亿英

亩（54 亿华亩）耕地面积的约 1%（900 万英亩，5400 万华亩），即高附加值农地的四分

之一强（27.8%），其产值从 2011 年到 2016 年已经增长了不止一倍，达到 76 亿美元。

（Bialikand Walker，2019）中国的有机农业目前已经发展到占全球有机农业的 6%，但相

比美国的 47%和欧盟的 37%，还相差很远。伴随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健康意识的提升，当然

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刘石，2018） 

同时，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将意味人数庞大的农民的收入提高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城镇

产品的需求。根据最新（2016年）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目前农民用智能手机上

网的普及率是48%，用电脑上网的才32%，拥有小汽车的仅24.8%（相对美国的每100人拥有

77辆汽车，中国同比仅拥有11辆）。那样的商品在中国农村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8：表4-7）。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其市场潜

力远远超过中亚和东南亚的任何一国。另外，目前仍然只有不到一半（47.5%）的行政村

具有超过50平米面积的商店或超市（同上：表3-6），而且在所有的行政村中，仅25.1%具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同上：表3-2）。电子商业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自然村，区别于行政村，则又是另一回事。根据2016年的较可靠的数据，中国有

261.7万个自然村（亦即村小组所在地），52.6万个行政村（亦即村委会所在地），亦即

平均4.8个自然村组成1个行政村。一般村委所在地的行政村已经通水泥路面（80.9%）或

柏油路面（8.6%）或沙石路面（6.7%），但它们距离自然村则还有一定路程。最小的距离

在5公里之内（90%），但也有远达6—10公里的（6.6%）和10—20公里的（2%）。目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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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行政村具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显然还连接不上大部分的自然村。这方面当然也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目前农村自然村的基础设施条件离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化的交

通和交易网络连接仍然较远。一定程度上，大部分的自然村与全国市场的交通连接尚缺其

“最后一公里”。 

此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过去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是由政府和资本来带动农村经

济的发展，其关注点主要止于自然村之上的乡镇，最多达到政党—国家统治组织的最底层

的行政村，基本是个由上而下的体系。实际上，国家一直没有将农户自身视作一个能动主

体，没有能够动员自然村社会的一般农民来参与发展，也因此没有能够真正渗透最基层的

自然村。但我们可以想象，国家如果能够更大规模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将自然村全都纳

入现代化交通和贸易的网络（一村一路？），其将会赋予农村农户，尤其是新农业的农户

更便利、更完全地参与城乡贸易的条件。在遇到类似新冠疫情冲击的情况之下，也更能够

减少或解决由于距离过远的全球化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出现的“脱钩”问题（黄宗智，2020b） 

国家如果能够同时为农村建设新型现代化的物流网络，由农民自身组织合作社参与，

尤其是生鲜产品的冷冻链和快速运输，并辅之以由国家建立的现代化的服务性批发市场

（而不是目前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借以让农户获得其产品收入的更高比例（而不是

像目前那样，要么让中间商，也包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攫取其大部分利益，要么依赖低

效的供销社），将会相当程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那样的变化将既能推进农村

与城市间的平等互利交易，也能推进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发展；既能为城市制造

产业和信息产业添加极其宽广和可持续的国内市场，也能为农村产品创建更多更高效率的

物流体系。这是上世纪便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的“东亚”（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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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黄宗智，2018）。那是真正达到亚当·斯密所理想化的英国的平等互利城乡贸易市场

经济，也是真正能够凭借城乡平等互利的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例。 

在当前无情的超巨型股票市场的霸权逻辑支配下，资金贫乏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前景无疑是不太乐观的；对劳动工人，当然肯定也是无情的；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当然也一

样；对农村和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它是一个凭借美国军事霸权（在全球有约 800 处

军事基地，军事开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通过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来护卫的

超巨型金融市场—股票市场霸权。它更是通过英美古典和新自由主义建构及话语作为其霸

权意识形态来护卫的。 

我们下一步要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局面？要改变的话，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不

同远瞻性愿景来设想未来可能的世界？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什么样的操作方案？拆开了我

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角色的理解之后，我们能否得出一个不同于如今大资本股

市霸权下的市场经济设想，包括其与不同的产权制度和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结

合？ 

四、新的远瞻性愿想 

笔者已经在关于“一带一路”的另文中指出（黄宗智，2020b），中国在过去将近两个世

纪之中，一直陷于近现代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既

是可恨的敌人也是令人羡慕的现代化典范。因此，中国一直陷于一种基本分裂的思想状态：

要么过度拒绝西方，要么过度模仿西方；要么盲目信赖西方单一的理想化的古典自由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要么相反地拥抱经典马克思主义，拒绝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以及不“干预”

市场的政府体系；要么拥抱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股市霸权，要么完全拒绝那样的理念而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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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要么拥抱西方的政治体系，要么拥抱共产党的治理。双方

分别将其对手推向极端，用冷战式思维将其认识和理解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抉择。 

我们可以回想，清代政府和知识分子主要从维护传统的角度来应对西方，在迫不得已

下方才做出让步，有限地接纳西方，先是武器，而后是“洋务”实业，而后是立宪政体，而

后是“赛（赛因斯）先生”与“德（模克拉西）先生”，逐步走到“全盘西化”的极端。同时和

其后，面对 20 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部分人士则走上完全拒绝西方资本

主义模式，完全拥抱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终导致完全计划化的经济体系和完

全排外的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此后，随之而来的是改革、与国际接轨、大规模引进国际资

本，并带有一切要以模仿美国为最优抉择的又一极端的强烈倾向。譬如，在农村政策方面，

试图建立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式的资本至上的“专业合作社”，以及美国式的主要依赖资

本投入和扶持、补贴规模化大农场——“龙头企业”“大户”及成规模的“家庭农场”等，忽视

了小农的主体性参与。 

但是，在近十来年中，伴随中国悖论的（别的不说，仅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便足够悖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中国逐步开始形成一种更为自信的思路，朝向了更

为宽广的综合中西的视野，并初步形成一种具有超越中西对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与计划

经济和公有化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开启了超越性、远瞻性的愿景，并试图提出符合中

国自身实际需要的发展方向的愿景，具有目光远大的综合中西的优点。 

笔者已经撰文另述，新近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愿想”，2正是具有那样的远见和宽广视

                                                             
2“愿想”是笔者新造的用词，目的是要比之前使用的“远瞻（性）愿景”和“远见”、“设想”等更简白

精准地表达英语用词 vision 这方面的含义。（较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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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初步尝试。它的愿想是超越目前超巨型（股市）资本霸权下的经济体系的设想，它提

出的道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方向——不是以建立霸权为主要目标，也不是以私有

产权和凭借逐利价值观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在更为宽阔的国际之间，也包括民间企业之

间的平等互利的交易。伴随这个基本设想而来的是迥异于霸权资本所追逐的单一营利最大

化、股值最大化，以及占据/拥有供资本逐利使用的自然资源的目标。它是一个具备更长

远目光的视野：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资助来建设平等互利的市场的基础设施——现

代化交通、能源和电子网络的连接，为的是长远发展的平等互利交易和市场经济。当然，

部分也是为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产业（所具备的剩余产能）提供出路，并展示了对其自身

这方面的“价廉物美”的自信，认为完全可以在世贸组织设定的平等互利、自由交易的规则

下和其他国家竞争，为目的国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越条件。其综合性设想则是一个没

有股票资本霸权的共同发展的愿想。（黄宗智，2020b） 

固然，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有偏差。譬如，被缅甸廉价劳动力和有利投资条件吸引

的长三角棉纺织私营企业，难免会违反对方的客观环境所要求的劳动保护和工资条件，导

致对方工会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最终只能妥协。或者，如在马来西亚欠发达的东部的铁

路建设中，遇到其总理人选的更替，只能与新任总理马哈蒂尔重新谈判，重订基础设施建

设条件。或者如印度尼西亚在高铁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情况远比中国困难，其必须

面对当地更稳固的私有产权，与当地政府合作妥协处理。事实是，在目前（比之前要高度

新自由主义法规化的）世界贸易条件下，只能通过交涉、谈判来适应当地客观情况，与帝

国主义时期的西方凭强势支配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同。（黄宗智，2020b） 

即便是相对较为贫穷的非洲国家，一如李静君（Lee，2018）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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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研究近作中所证实的，投资于赞比亚铜矿的中国国营企业，也展

示了与西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行为。它更多关注长期的和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多使

用长期的和有劳动法保护的正规工人而不是临时工，更多地与所在国家的要求和当地劳动

人民的诉求妥协，更展示了非单一霸权股市资本下的行动倾向。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

这是因为，在李静君说明的不同政策战略之外，我们还要认识到，相比去人性化的全球股

票市场的资本霸权游戏规则下的私营企业，中国和其国营企业会更多考虑与所在地国家及

人民的平等互利的长远目标。 

如此，在“王道”的“仁”价值观（相对于霸道，或“理性”的无限“逐利”价值观）的主导下，

中国对外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一带一路”举措不可简单视作霸道权术的运作，更不能简

单等同于西方自身历史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或其如今受超巨型股票市场霸权支配的

资本主义体系，而应当将其认识、理解为一个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有可能平衡甚或改组全

球经济运作逻辑的远瞻性方针和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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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implifi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from 

its mercantilist to its classical liberal phase， then to social welfarist capitalism， and finally 

to a financialized and virtualized capitalism， to highlight the reality today of the hegemony 

of the stock market. These changes cannot be grasped through common conceptions that 

collaps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rket economy， capitalism， and private ownership 

into a single，  ideologized entity. We need to separate out the three dimensions ， 

especially that of equ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s a dynamic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others in order to grasp its full meaning. We can then compare it 

to China’s very different history of market economy， to bring out the historical reality since 

about 1700 of unequal， unidirectional trad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within China， 

and later also between foreign （ 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China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on. From such a perspective， we can better appreciate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ost recent vision in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 a vision that actually accords well 

with Adam Smith’s original one of equ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and also among nations. Finally， the article turns to explore a similar perspective 

for envision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Key words： mercantilist capitalism，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welfarist 

capitalism， neoliberal capitalism under the hegemony of the stock market， unidirectional 

urban-rural trad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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